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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学视野中的空气质量问题
——大气细颗粒物污染（PM2.5）影响因素的跨国数据分析

王 琰

内容提要：大气细颗粒物污染（PM2.5）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环境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政治经济

学、生态现代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分析框架，在世界范围内解释细颗粒物污染现象的影响机制。对 114
个国家的分析结果表明，生态现代化理论对细颗粒物污染的解释得到较好的支持，PM2.5问题随着现代化进

程的深入得到有效治理，其中城市化水平和 PM2.5质量浓度呈倒U型曲线关系，国家科技水平和政府环境

治理程度的提高都会显著降低 PM2.5质量浓度。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的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线性负面影响

没有得到支持。研究还发现对细颗粒物浓度的环境风险转移确实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世界体系理论得到部

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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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实现了生产力的大幅度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但同时也给自然环境带来了

巨大压力，产生了诸多的环境问题。其中，大气细颗粒物(PM2.5)污染因为对人体健康、大气能见度和地球

辐射平衡的严重危害，① 受到民众广泛关注。PM2.5是指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或者等于 2.5微米的颗粒物，

其化学组成由于各地污染源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是构成雾霾的主要成分。因为直径极小，PM2.5可以通过

呼吸系统沉积到呼吸道和肺泡，甚至进入其他器官。PM2.5极易吸附有毒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细菌和病

毒等，②人体暴露在 PM2.5浓度较高的环境下会导致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③甚至引发癌症。④现有研究

多将PM2.5污染现象作为一个纯粹的物理化学过程，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其化学组成成分和污染源进行

分析。但 PM2.5作为主要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大气污染现象，⑤对它的研究理应将经济、社会和政治过程

纳入分析框架，从社会和环境互动的角度来讨论社会架构对细颗粒物水平的影响，从根本上探寻有效治

理措施。

环境社会学研究社会因素如何对自然环境加以塑造以及自然环境如何影响或建构社会事实的双向过

程。⑥在分析社会因素对环境的影响时，环境社会学研究者提出了三个主要分析框架：政治经济学范式、生

态现代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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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论为我们理解影响 PM2.5的社会性因素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遗憾的是在现有研

究中，学者们往往只是进行政治、经济等单一维度检验，例如政策调控、⑦经济活动、⑧人口结构⑨等因素的影

响，较少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此外，研究者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空气污染，如二氧化碳、甲

烷等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酸性气体，⑩针对近年来民众极为关注的 PM2.5污染的社会学研究

仍然是很少。相比于其他污染气体，PM2.5的组成更为复杂；相比于粗颗粒物(PM10)，PM2.5污染元素富集

程度更高；􀃊􀁉􀁓PM2.5这些特点使它的发展和治理过程与其他空气污染物会有所差别，要求我们进行细致的

研究。本文希望借鉴环境社会学的三个核心理论，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国际地位等角度对PM2.5
污染进行多面向的社会学分析，探讨影响PM2.5的社会机制，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一、理论背景：现代化过程对环境的影响

（一）政治经济学范式

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在讨论现代社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时，通常将经济发展

和城市化过程视为自然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强调二者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立性和冲突性。其中比较有代

表性的理论包括生产跑步机理论 (Treadmill of Production)􀃊􀁉􀁔和城市代谢失衡理论 (Metabolic Rift Thesis)􀃊􀁉􀁕。
生产跑步机理论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比作一个永不停歇的、机械重复的生产跑步机，“由于经济自由

竞争和资本的集中，经济增长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和最终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的各个主体

都被卷入到这一过程中。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企业需要扩大生产规模，将先进的科学技术运用在

生产中，从而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经济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劳动者降低失业风险，因此劳动者也是经济发

展的支持者。由于经济生产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再加上受到大型财团和民众意愿的影响，政府往往是

扩大经济规模的支持者和赞助者。􀃊􀁉􀁗多元行动主体共同形成的支持经济增长的强力联盟使得资本主义社

会缺乏从内部停止生产对环境的破坏的动力，经济增长成为各主体的“理性”选择，忽视了经济对生态环境

造成的非理性后果，不可避免地带来自然资源的耗竭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通过对马克思关于社会—自然互动论述的总结，福斯特(Foster)提炼出城市代谢失衡理论。􀃊􀁉􀁙该理论强

调城市化过程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反映了人类和土地之间的代谢失衡，产

生了以土壤退化和人类废弃物对城市空间的侵蚀为代表的一系列生态危机。具体来说，城市化使人类活

动脱离了与土地的直接联系，人类产生的有机废弃物无法像农业社会中一样循环返回土地，人地的平衡状

态被打破。有机肥料的缺失催生了农业肥料工业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包括地下水污染、湖泊水质恶化等

大量的环境问题。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工业生产也隔绝了农业社会中传统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的互动，导

致对矿产资源的消耗、对森林的破坏和大量生产生活废弃物的产生。

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至少会在以下三个方面促使 PM2.5浓度大幅度提高。首

先，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是工业化水平的提升，比起农业耕作，工业生产需要更多的化石能源，同

时也会排放出更多硫、氯、溴、铜、锌等工业污染元素，富集在细颗粒物中，提高细颗粒物质量浓度。􀃊􀁉􀁚第

二，为了满足城市人口需要而进行的城市建设会导致大量的施工和道路扬尘，研究发现这些扬尘对细

颗粒物的贡献率至少占到五分之一以上。􀃊􀁉􀁛第三，人类生产生活半径的扩大促进了交通方式的转变，机

动车使用增加，排放的尾气中除了一次颗粒物之外，还包括挥发性有机物等可以催化二次颗粒物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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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态污染物。

这两个理论都强调人类物质需要的无限性和自然资源环境的有限性存在着根本矛盾，科技的进步和

环保政策的实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对立。新兴科技的使用会降低单位成本，提

高资源利用率，创造更多的利润，但同时也会刺激生产者扩大生产规模，消耗更多的能源和资源，向自然环

境排放包括细颗粒物在内的更多的废弃物。􀃊􀁊􀁒在经济发展模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环保政策只能在小范围

内减轻人类生产生活对环境造成的压力，长远看来无异于杯水车薪。生产跑步机理论提出，解决生产—环

境二元困境的唯一有效途径是彻底解构现有的社会结构，改变生产者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代

谢失衡理论同样认为环境恶化的核心在于城市中组成的社会关系和自然的不相容性，因此只有根本意义

上的人地关系转型才能解决环境问题。􀃊􀁊􀁔

（二）生态现代化理论

生态现代化理论发源于新经典主义传统，该理论基本上同意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于工业化初期环境问

题的论述，但坚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态问题会“逐步纳入现代化进程”，􀃊􀁊􀁕现代化与自然环境将表现出

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说政治经济学假设了工业化和环境问题的线性关系，生态现代化理论则认为人类

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对环境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问题在现代化初期加

剧，但随着现代化的继续发展会得到缓解。􀃊􀁊􀁖

生态现代化理论根植于环境社会学家在 20世纪 90年代初期对工业化国家生产和消费模式转型、环

境政策、制度变迁和环保对话体系等社会实践的观察。􀃊􀁊􀁗当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人们会越来越意识

到环境问题的危害和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20世纪后期，发达国家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性环境保护

运动，呼吁国家、企业和民众采取措施来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保护生态多样性，对工业生产实行严格

的管理。􀃊􀁊􀁙受到大众传媒、公众压力和非政府组织的推动，政府出台了大量保护环境的政策法规，引导

企业发展绿色科技，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公共投资，使工业化过程中一度恶化的空气质量问题得到了有

效的改善。

相对于政治经济学以经济生产为理论核心，生态现代化理论更强调现代科技、市场经济和政府行政力

量的共同介入。以化工产业为例，摩尔 (Mol) 描述了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如何在日本、瑞士等国家使工业

生产实现与环境保护的有机融合。􀃊􀁊􀁚在公司层面，环保部门成为公司的重要机构，负责将政府的环境要求

转化为公司的具体规定和产品标准。到 90年代后期，企业 30%到 80%的研发费用投入在环保相关的研究

上。在行业层面，环保因素已经成为化工产业竞争的重要着眼点，消费者组织和第三方机构不仅对产品的

环境风险进行检验，同时也要求企业提供细致的生产过程中的环境管理流程。在这些监管机制下，不符合

国家环保规定、含有环境风险的生产工艺和产品被逐步淘汰。

根据生态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大气细颗粒物浓度随着经济水平和城市化的发展可能会呈现出先上升

后下降的趋势，其中科技水平的提高和政府的有效治理是导致细颗粒物浓度下降的重要直接推动力。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空气治理过程有效地阐释了现代化过程中科技和政府治理的相互配合在降低细颗粒物

浓度上的作用。1943年洛杉矶市光化学烟雾爆发初期，科学家对污染物的来源、组成成分、治理方法几乎

一无所知。严重的污染问题和民众的呼吁促使加州政府开始了空气治理之路，在健康部之下设立了烟雾

治理部门(Bureau of Smoke Control)。1946年，雷蒙德·塔克(Raymond R.Tucker)教授在洛杉矶进行了实地

调查，试图寻求解决方法。1947年，加州州长厄尔·沃伦(Earl Warren)签署《空气污染控制法案》(Air Pol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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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Control Act)，并依法在州内的每个郡成立空气污染控制区。195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物化学

家哈根—斯米特博士(Arie Haagen-Smit)成功鉴定出光化学烟雾的成分和来源，对空气污染的研究终于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1955年，美国颁布了《联邦空气控制法案》，为空气污染的研究和技术发展提供了大量的

资助；同年，加州建立了专门处理烟雾事件的法庭，并开始对违规者进行处罚。1963年，《联邦清洁空气法

案》颁布，并于 1970年、1977年、1990年陆续推出修正案，制定了更严格的空气污染物控制标准。1970年，

加州空气资源局(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设立捆绑法规，强制要求汽车制造商执行新的汽车尾气减

排标准。经过数十年的治理，加州的空气质量已经得到明显好转。目前加州细颗粒物的年均值已经低至

12μg/m3，低于美国平均水平。􀃊􀁊􀁛在英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空气污染的治理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三）世界体系理论

进入 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大规模发展和全球意识的崛起，环境社会学研究者开始借助世界体系理

论，在全球范围内考察人类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世界由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

边缘国家构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国家在世界体系内的绝对位置可能会上升或下降，但这种分层结构

本身会保持相对稳定。􀃊􀁋􀁒国家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融合程度 (incorporation)”决
定的，这种融合主要体现在对生产产品的种类、资源获取方式、资本分配和劳动力状况等方面。

世界体系理论为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支持此理论的研究者认

为，占据不同位置的国家在生产、消费、资源分配、废弃物排放等方面都处于两极分化的地位。核心国家在

技术、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上的优势地位使他们有能力从半边缘和边缘国家获取资源和能源，同时将污染严

重的生产企业和生产生活垃圾转嫁给这些国家。非核心国家自身的不发达状况也使他们迫切地希望通过

引入外国资本和扩大进出口规模来融入全球市场、发展本国经济，即使这种经济模式会造成环境和生态的

后果。因此，相比于核心国家，非核心国家不得不更多地承受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

实证研究发现，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与环境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地位

显著影响了该国居民的人均资源消耗和环境质量。􀃊􀁋􀁔现有文献专门针对世界体系理论对大气细颗粒物

在不同国家中的分布情况的解释仍不多见，但已有研究表明，近年来核心国家通过向边缘和半边缘国

家外包耗能较高的产业，造成不发达国家人均氮氧化合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

显著提高。􀃊􀁋􀁕秋元矢立 (Hajime Akimoto) 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也发现，由于气溶胶的生命周期一

般在一到两周，扩散范围有限，因此大气细颗粒物在全球的分布与污染源头紧密相关。卫星监测数据

表明，细颗粒物在全球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区不平衡状态。􀃊􀁋􀁖利用化学输送模型 (Chemical transport
model)，研究者同样发现细颗粒物浓度在东亚、南美、非洲等地区较高，而在北美和大洋洲等核心国家和

地区明显偏低。􀃊􀁋􀁗

世界体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政治经济学范式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该理论认同政治经济

学对经济过程和权力分配的关注，但坚持在全球化时代，与环境问题息息相关的经济过程发生在全球市场

之中，环境社会学的分析应该着眼于全球的生态环境，而不是局限在一国之内。􀃊􀁋􀁘基于全球视角，该理论的

研究者并不完全认同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论述，􀃊􀁋􀁙认为很多发达国家随着工业化的现代化的发展出现污染减

少的情况是因为重污染企业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在全球范围内，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仍然

呈正相关关系，环境问题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减缓，反而日益严重。但是，世界体系理论在分析发达

国家环境改善的原因时，过于强调国家之间经济和资源的交换和流动关系，因此无法解释一些核心国家内

环境社会学视野中的空气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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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通过科技更新、产业升级带来的环境质量提高的结果。

二、数据和研究方法

现有研究表明细颗粒物浓度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形特点、季节性因素（如燃煤取暖）、气候条件等特定地

理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鉴于本研究希望关注社会经济因素，而并非对造成细颗粒物污染的多方面因素

进行综合梳理，因此，为了尽可能减少地区性和季节性波动因素的影响，本文选择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对年

均细颗粒物质量浓度（而非日均值或月均值）进行考察，以期得到较为稳定的分析结果。

本研究主要考察的变量为大气细颗粒物年均质量浓度，数据来源于由耶鲁大学环境法规政策中心、哥

伦比亚大学国家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和意大利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联合发布

的 2012年环境绩效指标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该数据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已经在国际上得到

广泛承认。在测量各国 PM2.5年均浓度时，本数据根据冯·丹克拉(Van Donkelaar)等学者的模型，􀃊􀁋􀁚利用中

分辨率成像光谱仪观测到的气溶胶光学厚度 (MODIS Aerosol Optical Depth) 和地表大气细颗粒物集中水

平的关系得到计算结果。其中距今最近的 PM2.5数据是在 2010年采集的，每一年的数据为前后三年的数

据结合人口密度加权平均后获得。本研究采用各国 2010年 PM2.5年均浓度作为因变量，鉴于变量呈右偏

分布，在模型中使用了该变量的自然对数形式。

在自变量的选择上，考虑到因果关系以及影响变量的时滞性问题，􀃊􀁋􀁛笔者选择了 2009年的数据􀃊􀁌􀁒进行

分析。为了对上述理论进行具体检验，笔者参考现有文献，针对每个理论选取了若干核心指标。除特别标

明，分析中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政治经济学理论 生产跑步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参考约克等人的

数据，􀃊􀁌􀁓资本主义制度被编码为一个虚拟变量。经济水平和经济增长也是该理论的主要关注点，遵循学术

惯例，􀃊􀁌􀁔本文也加入人均GDP和GDP年增长率作为检验生产跑步机理论的指标。考察城市失衡理论时，除

了检验城市化水平和城市人口年增长率，􀃊􀁌􀁕笔者还加入了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各国的经济结构，

化石燃料能耗和GDP单位能源消耗来衡量能源结构。􀃊􀁌􀁖

生态现代化理论 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检验主要涵盖经济、科技水平和政府功能三个部分。首先，人

均GDP和人均GDP的平方形式以及城市化和城市化的平方形式将被引入模型，以考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所展示的现代化过程和环境问题的非线性关系。􀃊􀁌􀁗其次，综合科技水平被用于检验各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

平，该变量来源于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 最新的 2005年数据。这

一变量整合了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创新指标、国际电讯联盟发布的数字接入指标、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发布的女性初等教育完成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每百万居民中研究人员数量五个指标，可以全面地衡量

公众知识水平、国家研发能力和社会技术更新的能力。第三，本文用政府的环境治理指标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用以反映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认知水平、立法情况和制度管理状况。该指标来源于环境可

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整合了包含联合国环境项目发布的处于保护状态下的土地面积占总国土面积的百分

比、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政府环境治理状况等十二个变量。

世界体系理论 综合前人研究，􀃊􀁌􀁘本文通过国际援助情况、外国资本流入情况和贸易往来等几个主要

变量揭示占据不同世界体系位置的国家如何通过资本和产业的转移影响其他国家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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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约克等学者􀃊􀁌􀁙的方法，笔者使用已收到的净官方发展援助和官方援助这一变量构建了表示世界体系位置

的三个二分变量：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其中核心国家为主要提供援助的国家；半边缘国家

包括接受援助但总额不超过GDP的 0.5%的国家；边缘国家包括其他接受援助额度较大的国家。第二个变

量是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的百分比，用于反映外国资本对本国产业的影响以及该国对外国资本的

依赖性。􀃊􀁌􀁚最后，国际贸易水平常用来检验各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融入程度，􀃊􀁌􀁛本文利用货物和服务进出口

总额占GDP比重来表示国际贸易水平。同时，为了更好地揭示与出口和进口份额相关联的经济活动对空

气质量造成的影响，出口和进口份额也将被分别带入模型进行检验。

最后，考虑到新马尔萨斯主义对于人口与环境关系的论述，􀃊􀁍􀁒在模型中包括了人口、人口密度和总和生

育率，以控制这些因素对核心考察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影响。表 1展示了研究中使用的所有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值。

表 1 变量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因变量

大气细颗粒物质量浓度（对数）

核心自变量

按购买力平价(PPP) 衡量的人均GDP（2005 年不变价国际元）（对数）

GDP 增长率（年百分比）

资本主义制度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城镇人口增长率（年增长率）

农业增加值（占GDP百分比）

工业增加值（占 GDP 百分比）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百分比）

化石燃料能耗（占总量百分比）

GDP单位能源消耗（2005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美元/千克石油当量）

国家综合科技水平

政府环境管理

核心国家

半边缘国家

边缘国家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 GDP 百分比）

贸易额（占GDP百分比）

货物和服务进口（占 GDP 百分比）

货物和服务出口（占 GDP 百分比）

控制变量

总人口数（对数）

总和生育率

人口密度（对数）

平均值

2.14

8.84
-0.37
0.65
57.61
2.06
12.34
32.54
55.12
63.87
7.77
0.14
0.09
0.22
0.21
0.57
4.32
81.16
43.46
37.70

16.41
2.69
4.03

标准差

0.66

1.13
5.51
-

20.78
1.74
10.71
12.18
12.60
29.87
13.22
0.81
0.70
-
-
-

5.62
33.49
19.16
18.30

1.56
1.33
1.19

最小值

0.30

5.77
-17.95

0
15.06
-0.58
0.65
6.75
20.54
0.00
0.83
-1.41
-1.35

0
0
0

-3.69
22.12
11.14
4.53

12.54
1.15
0.54

最大值

3.91

10.76
12.77
1

97.42
13.11
47.71
75.50
77.70
100.75
143.36
2.15
1.62
1
1
1

37.26
164.35
123.33
91.42

20.99
6.35
7.05

排除含缺失值的国家后，样本总量为包括中国在内的114个国家，涵盖世界人口的91%，经济生产总值的

94%，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情况。所有模型采取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技术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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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结果

（一）对政治经济学解释的实证检验结果

表 2展示了政治经济学相关变量对 PM2.5浓度的影响，为避免多元共线性问题，四个模型分别对每一

个理论变量进行了检验。模型 1和 2说明，与生产跑步机理论的预测相反，资本主义制度对 PM2.5没有显

著影响。同时，人均GDP和GDP增长率没有提高 PM2.5浓度，相反在控制人口变量后，人均GDP每增长

1%，年均PM2.5浓度降低约 20%。考虑到经济水平的重要作用，在后面的模型中也控制了人均GDP水平。

表 2 预测PM2.5浓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变量的回归分析

总人口数（对数）

总和生育率

人口密度（对数）

人均GDP（对数）

资本主义制度

GDP年增长率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城镇人口增长率

工业增加值（占 GDP 百分比）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百分比）

（参照值：农业增加值占GDP百分比）

化石燃料能耗（占总量百分比）

GDP单位能源消耗

常数项

N
R2

模型1

0.163***
(0.035)
0.003
(0.062)
0.096*
(0.048)
-0.192*
(0.075)
-0.153
(0.114)

0.863
(0.980)
114
0.372

模型2

0.154***
(0.036)
-0.025
(0.063)
0.091+
(0.048)

-0.215**
(0.073)

0.008
(0.012)

1.224
(0.955)
114
0.364

模型3

0.164***
(0.035)
-0.067
(0.069)
0.080
(0.049)
-0.166+
(0.099)

-0.004
(0.004)
0.073+
(0.037)

0.847
(1.050)
114
0.389

模型4

0.129***
(0.032)
-0.053
(0.055)

0.155***
(0.045)
-0.174+
(0.097)

0.006
(0.009)
-0.018+
(0.010)

1.855*
(0.872)
114
0.496

模型5

0.111**
(0.036)
0.079
(0.065)
0.117*
(0.046)

-0.273***
(0.068)

0.008**
(0.002)
-0.003
(0.004)
1.561+
(0.925)
114
0.43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显著性水平：***p<0.001, **p<0.01 *p<0.05, +p<0.1。

模型 3到模型 5用于检验城市代谢失衡理论，模型 3表明城市化水平与 PM2.5浓度之间没有显著的线

性关系。模型 4引入三大产业在GDP比重的变量，结果表明，相比于农业生产，工业比重的增加并不会影

响 PM2.5浓度，而服务业比重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细颗粒物质量浓度（p<0.1），更改参照群体后结

果不变。􀃊􀁍􀁓说明控制了人口和经济水平后，服务业的增加可以改善大气细颗粒物情况，而农业和工业的影

响相对较小。前人研究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例如，乔根森（Jorgenson）同样发现三大产业对各国的甲烷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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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没有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相比于三大产业本身，各产业消耗能源的组成成分对甲烷排放有更直接的

影响。􀃊􀁍􀁔模型 5对能源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对PM2.5浓度的影响进行了检验。􀃊􀁍􀁕与乔根森􀃊􀁍􀁖的发现一致，化

石燃料在全部能源中比重的增加会带来PM2.5浓度的同步增加，每增加 1%的化石燃料，PM2.5浓度会提升

近 1%（=e0.008= 1.008），与此同时，GDP单位能源消耗对 PM2.5浓度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即使能源利用效率

较高，如果能源中化石燃料占较大比重，依然会带来严重的细颗粒物富集现象。

最后，新马尔萨斯理论在所有模型中都基本得到证实，人口总数越多、密度越大，一般来说PM2.5浓度

也更高，但总和生育率对PM2.5浓度并没有显著影响。

（二）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实证检验结果

表 3报告了对生态现代化理论模型的参数估计。为了检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 1和 2加入了人均

GDP和城市化水平的平方形式。比较表 2和表 3的对应模型，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对PM2.5浓
度呈现出不同的作用方式。经济发展水平对PM2.5浓度的影响呈线性关系：随着人均GDP的增加，PM2.5
浓度显著下降。城市化水平与 PM2.5浓度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倒U型关系：经计算，当一个国家城

市人口接近总人口的一半时 (48%)，PM2.5浓度达到顶点，之后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逐渐降低。经济

较为发达、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的PM2.5浓度都比较低，因此两个变量的不同影响主要体现在变量值较

低时对应的 PM2.5浓度的差别：PM2.5浓度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相对较高，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国

家相对较低。研究发现，人为污染源是造成空气中细颗粒物污染的主要原因，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污染更为

严重，污染从城市到郊区到农村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处在城市化初期的国家，其人口多居住在乡村，人为

表 3 预测PM2.5浓度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变量的回归分析

总人口数（对数）

总和生育率

人口密度（对数）

人均GDP（对数）

人均GDP的平方项（对数）

GDP年增长率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平方项

城镇人口增长率

国家综合科技水平

政府环境管理

常数项

N
R2

模型1
0.157***
(0.036)
-0.004
(0.069)
0.097*
(0.049)
0.339
(0.679)
-0.031
(0.038)
0.007
(0.012)

-1.344
(3.273)
114
0.368

模型2
0.169***
(0.034)
-0.052
(0.068)
0.086+
(0.048)
-0.150
(0.098)

0.024+
(0.013)
-0.025*
(0.011)
0.079*
(0.036)

-0.104
(1.116)
114
0.416

模型3
0.137***
(0.037)
-0.003
(0.059)
0.118*
(0.045)
0.012
(0.093)

-0.426***
(0.116)

-0.612
(1.136)
106
0.444

模型4
0.093*
(0.036)
0.073
(0.058)

0.165***
(0.046)
0.013
(0.085)

-0.449***
(0.102)
-0.304
(1.026)
106
0.472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显著性水平：***p<0.001, **p<0.01 *p<0.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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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较少且相对分散，因此 PM2.5浓度较低。但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可能对待空气污染的相关经验不

足，无力发展新型环保的产业，新型能源所占比重较低，等等，这些都可能导致较高的PM2.5污染水平。在

后文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和政府工作在经济发展水平对细颗粒物污染的影响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

模型 3和 4阐释了科技水平和政府管理对 PM2.5浓度的影响。从模型中可以看到，与理论预测一致，

科技水平和政府管理程度每提升一个单位，PM2.5浓度相应下降 35%或 36%。需要注意的是，加入生态现

代化理论变量后，人均GDP对 PM2.5浓度的影响程度降低，显著性消失，说明由经济水平提高导致的空气

质量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科技水平和政府管理的改善实现的。

（三）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实证检验结果

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实证检验结果参见表 4。模型 1通过加入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的虚拟变量，提

供了对世界体系理论的直接检验。结果表明，世界体系位置与PM2.5浓度高度相关，核心国家的PM2.5浓

度约为边缘国家的一半 (52%)，半边缘国家约为边缘国家的五分之二 (39%)。
表 4 预测PM2.5浓度的世界体系理论变量的回归分析

总人口数（对数）

总和生育率

人口密度（对数）

人均GDP（对数）

核心国家

半边缘国家（参照群体：边缘国家）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百分比）

贸易额（占GDP百分比）

进口额（占GDP百分比）

出口额（占GDP百分比）

常数项

N
R2

模型1
0.230***
(0.037)
0.030
(0.059)
0.095*
(0.046)
0.010
(0.091)

-0.736***
(0.193)

-0.493**
(0.147)

-1.924
(1.184)
114
0.450

模型2
0.173***
(0.037)
-0.013
(0.061)
0.097*
(0.048)

-0.223**
(0.070)

0.012
(0.010)

0.870
(0.989)
114
0.370

模型3
0.212***
(0.041)
-0.014
(0.060)
0.070
(0.048)

-0.241***
(0.069)

0.004*
(0.002)

0.209
(1.025)
114
0.392

模型4
0.183***
(0.044)
-0.023
(0.059)
0.091+
(0.049)

-0.296***
(0.075)

-0.003
(0.004)
0.011**
(0.004)
1.180
(1.144)
114
0.41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显著性水平：***p<0.001, **p<0.01 *p<0.05, +p<0.1。
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外国资本较少考虑对投资国的环境影响，因此大量的外国资本可能会引发所在国

严重的环境问题。模型 2发现，外国资本可能会产生其他的环境问题（如对生态多样性和森林覆盖率的负

面作用等），􀃊􀁍􀁘但并没有对PM2.5浓度产生显著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约克发现外国

资本对能源生产没有影响。􀃊􀁍􀁙但国际贸易水平的作用却是显著的（模型 3），与PM2.5浓度呈正相关。模型 4
将国际贸易水平拆分为出口和进口两个部分，发现国际贸易对PM2.5浓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额上。

（四）对三个理论的综合检验

为了进一步理解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PM2.5差异性的主要原因，笔者对上面模型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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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变量进行进一步检验（参见表 5）。

表 5 预测PM2.5浓度的综合回归分析

总人口数（对数）

总和生育率

人口密度（对数）

人均GDP（对数）

核心国家

半边缘国家

（参照群体：边缘国家）

化石燃料能耗（占总量百分比）

国家综合科技水平

政府环境管理

出口额（占GDP百分比）

常数项

N
R2

模型1

0.187***
(0.039)
0.098
(0.062)
0.108*
(0.045)
-0.081
(0.093)

-0.573**
(0.194)

-0.477**
(0.142)

0.007**
(0.002)

-1.113
(1.177)
114
0.491

模型2

0.179***
(0.039)
0.054
(0.062)
0.103*
(0.042)
0.065
(0.099)
-0.123
(0.213)

-0.504***
(0.135)

0.007**
(0.002)

-0.521***
(0.132)

-2.188+
(1.218)
106
0.552

模型3

0.159***
(0.039)
0.056
(0.060)
0.126**
(0.043)
0.136
(0.101)
-0.010
(0.213)

-0.486***
(0.132)

0.005*
(0.002)

-0.434**
(0.134)
-0.277*
(0.118)

-2.482*
(1.197)
106
0.577

模型4

0.204***
(0.042)
0.039
(0.059)
0.109*
(0.042)
0.093
(0.100)
-0.033
(0.208)

-0.517***
(0.129)

0.005+
(0.002)

-0.425**
(0.131)
-0.256*
(0.115)
0.007*
(0.003)
-2.932*
(1.179)
106
0.603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显著性水平：***p<0.001, **p<0.01 *p<0.05, +p<0.1。
模型 1加入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能源结构变量，与表 4的模型 1相比，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差异下

降了约 10% (=52%-44%)，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差异基本保持不变 (38%)，说明化石燃料的使用并不

能完全解释三类国家的 PM2.5浓度的差异。生态现代化理论中的重要解释变量，国家综合科技水平和政

府环境治理，被依次加入到模型 2和 3中。模型 2控制国家科技水平后，核心国家的回归系数变小，显著性

消失。模型 3中，其他变量的影响基本保持不变，政府对环境的有效管理的回归系数仍然为负且保持显

著。这些结果表明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空气质量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于科学技术水平和政府对环境的管理

强度和力度的不同。模型 4加入检验世界体系理论中比较重要的出口额变量，结果仍然与原有分析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表 5中 24个半边缘国家与 65个边缘国家 PM2.5浓度的差异基本不变，说明能源结构、

国家综合科技水平、政府效力和出口额等变量并不能解释二类国家的差异。通过均值检验发现，与核心国

家和边缘国家 (t=12.39, p<0.001) 不同，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的科技水平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t=1.92,
p>0.05)，因此可能是其他一些未能检测到的因素导致了二者PM2.5浓度的差异。

（五）对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检验

最后，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笔者分别对多重共线性、影响观察值和不同年份的变量进行了分

析，发现模型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去除对估计值较大的观测个案后，基本结论保持不变；采用 2006-
2008年的自变量后仍得到同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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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和讨论

本文通过对国家层次数据的分析，对影响空气细颗粒物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检验。在现有的几个

主要理论流派中，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的进程伴随着人类的环境自觉和环保技术手段的提高，带来

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政治经济学范式和世界体系理论则分别从国内外两个维度分析了经济发展和生

态保护之间不可调节的矛盾。

研究结果首先支持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在预测空气质量时的乐观态度。城市化对PM2.5的影响验证了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同时也部分地反驳了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城市失衡理论。对于处于城市化初期的国

家，空气质量确实会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而恶化，但城市化也并不完全像城市失衡理论所描述的那

样，仅仅意味着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聚居和与有机生活方式的隔绝。城市化的过程包含着更深刻的社会

结构的转变，如更加细致的社会分工、更为多元的价值取向、民间团体和志愿组织的发展等等。这些变化

蕴含着对工业思考逻辑的反思，环保主义思潮的兴起，群众性环保运动的发展，环保科技的进步等，这些都

会促使人类逐渐有意识地减少或避免对环境的破坏，同时也有能力降低环保行为的经济成本，从而实现人

地关系的动态平衡。研究特别关注了科学技术在消减PM2.5浓度中的作用，发现公民文化程度的提高、信

息的开放和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 PM2.5浓度，改善空气质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

告，在欧洲，可以利用现有技术减少 80%的细颗粒物污染。􀃊􀁍􀁛政府管理是现代化进程中治理 PM2.5污染的

另一个重要手段。保护自然环境已经被公众看作重要的公共事业，环境保护也成为政府的重要日常职责

之一。以上模型都控制了人均收入，因此这一结论对于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基本适用的。政

治经济学范式对PM2.5浓度的解释没有得到验证。该范式一个重要的理论缺陷在于将经济发展过程等同

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忽视了服务业的兴起所带来的社会结构性变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

国家往往服务业比重很高而工农业比重很低，因此化石燃料使用较少，再加上前文提到的科技和政府能力

的同步提高，这些国家空气质量通常较高，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范式所预期的灰暗图景。除了本国的环保

行动，我们也不能否认环境风险的全球转移过程在发达国家空气质量改善中所起到的作用。PM2.5严重

程度随着国家世界体系位置的边缘化呈现出递增的趋势，核心国家空气中的 PM2.5浓度远低于非核心国

家。一个潜在原因可能是一些危害环境的商品在非核心国家的生产和出口。核心国家对这类商品严格的

生产规定提高了在本国的生产成本，为其他国家提供了生产和出口的贸易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对这些国

家的环境破坏。􀃊􀁎􀁒本研究还发现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不同污染水平的重要原因在于科技水平和政府环境

管理程度的差异，较高的科研水平和民众的文化素质使核心国家对空气污染，尤其是危害较大的PM2.5污
染的容忍度较低，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也可以在宏观政策层面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与此同时，较高的

技术水平也使生产和消费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得以实现。

虽然本文的分析基于多个国家的横截面比较数据，但研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我国大气细颗

粒物污染和治理的状况。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进出口规模迅速

扩大，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稳步提高，到 2013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我国

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但是，中国经济在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也

日益严峻。早在 20世纪 90年代，我国科学家已经开始对细颗粒物的浓度、组成特征和来源进行了分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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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时几个大城市的采样点的细颗粒物污染水平已经相当严重。􀃊􀁎􀁓但在当时这些讨论仍局限在学术界，并

没有引起民众的注意。直到 2010年年末，美国大使馆对周围的 PM2.5水平的测定和公布才使细颗粒物问

题进入公众视野。2011年，民众通过对微博等社交媒体的使用推动了官方数据的公开。正如生态现代化

理论所预期的那样，经济发展不会自动地带来环境的改善，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民众会逐步意识

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期冀在发展和环保中间寻求平衡点，而公众参与和政府治理相辅相成，都是促进

环境问题倒U型拐点的重要手段。2012年，国务院要求各地向社会公布 PM2.5数值；新修订的《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发布，增设了PM2.5平均浓度限值。2013年，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国十条”），明确设定了到 2017年治理细颗粒物污染的具体指标和十条措施。2014年，修订后的环保法出

笼，并将在 2015年施行，新修订的环保法在明确责任、惩罚力度、信息公开等方面均有重要突破。同年，74
个主要城市PM2.5平均浓度下降 11.1%。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世界范围内，造成雾霾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家的能源结构，尤其是化石能

源的使用，而科技的进步和生态型国家的建构可以有效降低大气中的细颗粒物水平，“国十条”中也反复提

到政府环境治理、能源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2014年APEC期间，中美发布联合声明，中国首

次正式提出 2030年中国碳排放有望达到峰值，并将于 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

20%。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掌握着大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对政府资源的合理使

用，如提高向公民教育领域的投入、发展绿色环保的科学技术、协调各方利益、减少行业垄断、引进市场机

制、加强环境立法和执法等措施都会减轻雾霾污染状况。但同时也要注意到核心国家、半边缘和边缘国家

之间的环境鸿沟确实存在，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本国优势，也要减少粗放型的国际贸易增

长方式，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出口贸易的良性发展。

本文利用跨国数据，在世界范围内讨论了政治经济等重要的社会性因素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机制，很

大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实证研究的空白。在未来研究中，还有以下几项工作需要研究者作进一步探讨。

首先，出于对宏观制度的关注，本研究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没有进行城镇和乡村层次的研究。空

气质量在一国之内的差别有时甚至会超过国与国的差别，后续的研究可以深入到更基础的分析单位，

对社会经济政治等多元主体的态度和行为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进行更具体的剖析。其次，本文运用的理

论框架更多地强调了政治和经济因素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因此没有对不同文化范式影响下的人类活动

所导致的环境后果做进一步分析。第三，本文希望深入理解全球范围内空气污染的现状和影响因素，

因此主要进行了同一时间点上不同国家的横截面分析。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是了解随着时间的

发展，各社会性因素如何同步影响了 PM2.5的产生和发展，因此需要获取多个时间点上的数据进行纵贯

分析。这种分析也可以对变量的因果关系提供更准确的检验。最后，在自然和社会的互动中，本研究

关注了社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讨论自然环境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即

PM2.5这一主要由人类活动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如何通过“环境社会化”的过程，􀃊􀁎􀁔经由个体和社会组织的

建构，造成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本文曾在第四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专题上宣读，包智明教授、洪大用教

授、陈阿江教授及与会学者对本文的修改和完善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本研究还得到了刘集林副教授、宣朝庆

教授和赵万里教授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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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Air Polluti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Social Determinants of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PM2.5)

WANG Yan

Abstract: The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PM2.5) pollution is one of the majo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world.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political economy,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world systems, this paper explains how societal factors influence PM2.5 using data from 114 countries.
The overall findings support th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The level of PM2.5 substantially decreas⁃
es with the progress of modernization. More specific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PM2.5
takes an inverted U-shaped form.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ll contribute to the
decline of PM2.5. The findings also contradict the claim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that economic develop⁃
ment has a linear effect on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he author also finds evidence for the transfer of
environmental risk worldwide and world systems theory is partially supported.

Key words: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political econo⁃
my; world system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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